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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经济空间 

格局及影响因素 

——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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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 a.西南土地资源评价与监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b.地理与资源科学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6) 

【摘 要】:基于 2013 年､ 2016 年､ 2019 年的夜间灯光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使用空间自相关分析､ 重心分析

､ 标准差椭圆工具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经济空间格局进行分析,并进一步使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和二

阶聚类对县域经济发展影响因素及驱动机制进行探究｡ 结果表明:①2013-2019 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发展水

平不断提高,经济空间格局呈现为以成都､ 重庆主城区为核心的两极式不平衡发展格局,区域中部连绵地带是经济

发展短板所在｡ 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经济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性｡ ③县域经济空间分布方向为西北—东南

走向,经济空间重心逐渐向东南偏移｡ ④人口密度､ 城镇化率对研究区县域经济发展贡献显著,政府作用､ 投资水

平､ 产业结构､ 教育水平､ 公路路网密度对经济发展作用呈现正负差异性｡ ⑤根据空间差异,将 142 个区(县)划分

为政策敏感型､ 投资敏感型和基础设施敏感型 3种经济发展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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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区位条件､政策导向､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差别,区域内部会出现经济差异[1]｡经济差异研究受到了

国内外学者的长期关注,并形成了一些具有共性的结论:经济差异的存在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一把“双刃剑”,适当的经济

差异有利于刺激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发挥发达地区的辐射引领作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而过大的经济差异则会对区域协调发展

起负向作用｡因此,开展县域经济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对于以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促进区域经济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目前经济空间格局的研究已较为成熟,国内外相关学者也取得了丰硕成果｡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由度量区域经济差异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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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时空格局演变规律[2-7]转向进一步探析其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8-10];研究方法呈多样化发展趋势且日益完善,从基尼系数､

变异系数等传统方法向数据包络分析､引力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转变[11-15]｡此外,对区域经济差异影响因素的研究由

传统的定性分析
[16]
到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17]
等计量方法,再转向运用地理探测器

[18]､空间计量模型
[19]､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20]
等考虑

空间因素的定量分析方法｡研究区域不断细化,由对全国和省､市､县行政区范围的研究转向对省际交界区､贫困山区､经济圈､城

市群等类型区的研究｡数据来源上,由传统的基于 GDP 等单一统计数据表征经济发展水平转变为结合夜间灯光数据对经济发展水

平进行测度｡由于官方统计数据存在口径变化､空间分辨率低､人为主观因素影响等问题,易导致研究结论出现偏差[1],而夜间灯光

数据具有易获取､时效性高､数据相对客观等特点,目前已经被广泛运用于城市扩张､社会经济活动预测､人口分布､碳排放､灾害

评估等研究领域[21-25]｡周玉科等[11]､Ma等[26]学者对夜间灯光和 GDP 进行了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夜间灯光数据与 GDP存在着显著的

正相关关系,故利用夜间灯光数据测度经济发展水平及空间格局具有较强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 

十九大以来,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群､经济圈作为经济活动和生产要素的主要载体,承担着带动我国经济发展

的重要使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因其独特的区位优势与较强的经济基础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上

升为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 年 1 月,中央财经委第六次会议强调要发挥成都､重庆两个中心城市的协同带动作

用,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打造推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2021 年 10 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规划纲要》正式印发,指出要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

和高品质生活宜居地｡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发展仍面临着一些问题｡由于成渝地区城镇化､工业化进程滞后于东部沿海地区,

导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大城市数量与等级明显偏少偏低｡相较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成渝地区还存在明显差距｡研

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经济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对认识区域经济现状,推动双城经济圈建设,促进东､中､西部协调互动具

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研究区,选取 2013年､2016 年､2019年 3个时间断面的夜间灯光数据对县

域尺度的经济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并根据影响因素的空间差异对142个区(县)进行分类,探析其驱动机制,针对性地提

出每类县域的政策建议｡一方面,为各区县认清自身发展现状,制定区域化､科学化和差异化的经济发展战略提供借鉴;另一方面,

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形成和西南地区乃至全国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域概况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地处长江上游,地理位置位于27°39′-33°03′N､101°56′-110°11′E之间,涵盖四川省的成都､自

贡､泸州､德阳､绵阳(除平武县､北川县)､遂宁､内江､乐山､南充､眉山､宜宾､广安､达州(除万源市)､雅安(除天全县､宝兴县)､资

阳等 15 个地级市和重庆市的主城区及万州､涪陵､綦江､大足､黔江､长寿､江津､合川､永川､南川､璧山､铜梁､潼南､荣昌､梁平､丰

都､垫江､忠县等 27 个区(县)与开州､云阳的部分地区,共计 142 个区(县),国土总面积 18.5 万 km2｡2019 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常住人口约 9631 万人,地区生产总值 63186.43 亿元,分别占全国总人口的 6.87%和全国 GDP 的总量 6.40%｡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作为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基础最好､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且处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结点和国家“两横三纵”发展

格局的主要轴线上,具有连结东西､贯通南北的独特区位优势,是西南地区的中枢,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占据重要战略地位｡ 

1.2 数据来源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2013年､2016年､2019年的夜间灯光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陈甫团队制作的“火

石”灯光数据集｡在ArcGIS环境下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行政区矢量图为掩膜对夜间灯光数据进行裁剪,对灯光栅格影像数据进

行兰伯特投影坐标系转化,使用 NEAREST 重采样至 1500m 空间分辨率｡行政区划矢量数据来源于全国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系统

(https://www.webmap.cn/commres.do?method=result100W)｡地区生产总值､常住人口数､固定资产投资额､城镇化率等统计数据,

源自 2014年､2017 年､2020 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市卷)》《四川省统计年鉴》《重庆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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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位 

2 研究方法与变量解释 

2.1 研究方法 

空间自相关分析:采用全局莫兰指数(Moran′s I)和局部莫兰指数(Local Moran′sI)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经济发展

空间分布的聚集性进行分析｡全局莫兰指数计算公式为: 

 

式中:n为县域个数;xi 和 xj 分别表示第 i个县和第 j个县的平均灯光值;x为所有县域平均灯光值的均值;wij 为空间权重｡

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I 的取值范围介于[-1,1]之间｡I 值为正,表示空间自相关,越趋近于 1,则空间相关性越大;I 值为负,为

空间负相关;I值为0,为空间不相关[20]｡局部莫兰指数计算公式为: 

 

式中:yi､yj 分别表示第 i个县和第 j个县平均灯光值的标准化形式,其他变量含义与公式(1)相同｡ 

经济重心分析:使用平均中心方法计算经济重心及其迁移轨迹,明确经济发展的动态变化趋势｡其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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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分别为第 t 年经济重心的横坐标和纵坐标;Zti 为第 t年第 i个格网单元的平均灯光值;Xti 和 Yti 分别为

第 t年第 i个格网单元的横坐标和纵坐标[27]｡ 

标准差椭圆:标准差椭圆(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SDE)方法多用于分析区域经济属性在空间分布的方向性特征,可测

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经济发展空间状态及移动趋势｡基本参数中,方位角表示经济分布的主趋势方向,长短轴之比反映经

济格局在主次方向上的集聚离散程度,椭圆位置的变化则反映经济空间格局的变动情况[1]｡ 

地理加权回归:地理加权回归(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GWR)是一种变化后的线性回归模型,将空间因素纳入

模型比普通回归方法能更好地反映各影响因素的差异性
[28]｡因此,本文使用 GWR 模型探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经济发展影响

因素空间异质性作用,采用Gauss函数和赤池信息准则法(AIC)确定权重和最优带宽[29]｡ 

二阶聚类分析:二阶聚类分析(Two-step Cluster,TSC)与传统聚类方法的一个显著区别是可以自动确定最佳聚类数,并且可

以同时处理分类变量与连续变量[30]｡本文使用 SPSS 对 GWR 模型回归系数进行了二阶聚类,以探析不同县域经济发展的驱动机制｡ 

2.2 变量解释 

基于城市经济发展多受政府财政投入､产业结构､固定投资､人力资本､基础设施水平等的影响,与驱动机制相结合,选取政府

作用[8,17,31]､产业结构[8,12,13,17]､投资水平[20]､教育水平[20,31]､人口密度[32]､公路路网密度[31]､城镇化率[17,33]共 7 个变量对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县域经济发展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以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征政府作用;以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的

比值表征产业结构;以固定资产投资额表征投资水平;以每万人拥有的普通中小学专任教师数表征教育水平｡人口密度使用常住

人口数进行计算;公路路网密度为每平方公里的公路长度,部分地区的缺失值使用临近年份数据代替;城镇化率为非农人口占总

人口的比重｡为使数据更平稳并消除各变量间的共线性影响,对各自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 

3 结果及分析 

3.1 县域经济空间差异 

基于单位县域面积的灯光值,在 ArcGIS 环境下,使用自然断点法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分为高水平､较高

水平､中等水平､较低水平与低水平 5个等级,结果如图 2所示｡ 

从图 2可见: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高水平与较高水平等级的区(县)数量远低于低水平的区(县),等

级程度越高,对应的区(县)数量越少,数量分布整体呈上尖下宽的“金字塔”形特征｡②从时间上看,2013 年､2016 年和 2019 年 3

个时间断面对应的高经济发展水平区(县)数量为 6 个､6 个､14 个,低经济发展水平区(县)数量为 58 个､58 个､54 个,处于高水平

的区(县)数量呈增加趋势,处于较低和低水平的区(县)数量呈减少趋势,说明该区域的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其中第二阶段(2016—

2019年)较第一阶段(2013—2016年)经济水平增长显著｡③从空间上看,高水平区呈现以成都市､重庆市主城区为核心的双核状分

布,且范围不断扩大;较高水平区域主要围绕高水平区分布,且有发展为高水平区的趋势与潜质;中等水平区与较低水平区在两核

外围扩展延伸,东北角与中部偏南地区有零星块状分布;低水平区主要集中在东北､西南部和两核间的中部连绵区｡这表明研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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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处于不断提高的良好态势之中,但是经济水平空间分布仍是一个两头独大的不平衡格局,连接成都和重庆

两地的中部连绵地带是经济圈发展的短板所在｡ 

 

图 2 2013—2019 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分布 

3.2 县域经济空间自相关分析 

本文运用 ArcGIS 软件分别计算了 3个年度县域单位面积灯光值的全局 Moran′s I指数,全局 Moran′s I检验结果显著,说

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夜间灯光数据呈现正的空间自相关｡从年际变化来看,研究区内县域夜间灯光值的空间关联程度在

2013—2016 年阶段有所提升,在 2016—2019 年阶段小幅下跌,整体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但变化幅度较小,且各年度的全局

Moran′s I指数都较大,表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经济空间集聚程度较高｡ 

本文使用局域空间自相关进一步探析了区域经济发展空间集聚性的变化(图 3)｡从整体上来看,2013—2019 年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县域经济发展空间集聚性并没有显著变化,两个高—高集聚区位于成都市与重庆市的主城区域内,主要包含成都市的锦江

区､青羊区､成华区､武侯区､金牛区､新都区､温江区､郫都区､双流区､龙泉驿区､青白江区和重庆市的渝中区､江北区､沙坪坝区､

九龙坡区､南岸区,共16个区(县),其他区域经济聚类特征皆表现为不显著｡这也验证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域经济空间格局表

现为两头独大的不平衡状态,腹部地区､东北与西南地区经济本底较差､发展乏力,而成都市的与重庆市的主城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有限,因此经济发展空间集聚性并不显著｡ 

 

图 3 2013—2019 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经济发展空间集聚性变化 

3.3 空间分布方向性分析 

本文基于夜间灯光数据计算2013年､2016年､2019年县域尺度上的经济重心与标准差椭圆,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经济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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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分布方向性及动态变化进行分析(图 4)｡从经济重心的移动轨迹来看,2013—2016 年､2016—2019 年两个阶段的重心移动方向

都为东南方向,且移动幅度相似｡从椭圆分布的形状来看,标准差椭圆呈东西走向,长短轴之比从2013 年的 1.6503 下降至 2019 年

的 1.6486,表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经济空间格局在东西方向上逐步收缩,在南北方向上呈扩张趋势｡从方位角的变化来

看,2013—2019 年方位角的整体变化幅度较小,第一阶段方位角从 93.2234 增加至 93.2572,使得西北—东南格局加强,第二阶段

的方位角下降至 93.2182,说明西北—东南格局出现弱化｡ 

 

图 4 2013—2019 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经济重心迁移与标准差椭圆 

4.1 影响因素的空间差异 

经上述空间自相关分析可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经济发展在空间上呈现出一定的集聚特征｡鉴于此,本文选用地理加

权回归模型来分析各影响因子的空间异质性作用｡从时序异质性来看,GWR 模型的校正决定系数均高于 OLS 模型,而 AIC 值均低于

OLS 模型,说明GWR 模型的拟合效果较优｡ 

2013—2019 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城经济 GWR回归结果如图 5所示,从影响程度看,2013—2019 年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的经济发展贡献较大的因素为人口密度和城镇化率,二者的回归系数在2013—2019年间大幅提升,对经济圈县域经济发展具有持

续且显著的积极作用;政府作用､投资水平､产业结构､教育水平和公路路网密度对经济圈县域经济发展具有正负差异性作用｡ 

政府作用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经济发展起阶段性促进作用｡从时间序列上看,政府作用回归系数在 2013 年为正值,总

体呈自西南向东北渐增分布,最高值集中分布在达州､广安与重庆市中部,2016 年呈现为正负差异性,高值区均分布于重庆

市,2019 年系数也呈现正负差异性,高值区集中于成都､绵阳､眉山､雅安､乐山和重庆市西部 12 个区(县)｡由回归系数空间变化可

知,政府作用对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较大区域逐渐向西部偏移,且高值区有扩大趋势,而政府作用影响较小的区域由西南向东

部及中北部偏移,且低值区呈缩小趋势｡2013—2016年,成都市政府作用力对经济发展作用程度均低于重庆市部分;2016—2019年,

成都市政府作用力对经济发展作用程度有了明显提升｡2019 年政府作用回归系数空间分布格局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分布较为一

致,系数值以“两核”为中心向外扩散递减,中间地带与重庆市东部区(县)为政府作用影响较为薄弱地区｡因此,如何发挥好政府

财政作用,缩小区域间差异,是实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整体经济平衡充分发展的重要任务｡ 

投资水平对经济圈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呈现正负差异性｡2013 年回归系数值由重庆市西南部为中心向两侧递减,成都市､重

庆市西南部区(县)及两市中间地带均为投资影响显著地区｡2016—2019 年,系数值分布大致为自西向东递减,投资水平对县域经

济发展影响较为显著地区集中于经济圈西部(绵阳､德阳､成都､眉山､乐山和雅安市),中部连绵地带与重庆市域为投资水平影响

较弱地区,投资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性表现出显著的东西差异性｡2019 年,成都市经济发展对投资的依赖程度较高,重庆市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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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水平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表现为不显著,高值区的分布与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房地产建设投资联系密切,介于“两核”中间的区

(县)因区位条件与经济基础不佳,对资本投资的吸引力相对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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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经济发展影响因素GWR 回归系数 

产业结构对经济圈县域经济发展由正向转为正负差异性作用｡2013 年回归系数为正,高值区集中于雅安､乐山市和宜宾市部

分区(县),低值区集中于重庆市主城区及周边区(县)｡2016 年回归结果表现为正负差异性,产业结构对经济发展起推动作用的区

域集中在成德绵､南充､遂宁､广安和重庆市中部区(县)｡2019 年回归系数基本为负,正值区域呈西南—东北走向集中分布于成都､

绵阳和雅安境内,零星分布于宜宾和重庆市云阳县,负值区域由西向东扩展,低值区相较于 2016 年有扩大趋势｡“两核”中,产业

结构对成都市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优于重庆市,为增强对其他区域的辐射,重庆市产业结构有待优化升级｡ 

教育水平对经济圈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总体由负向转变为正负差异性｡2013 年､2016 年回归系数均为负值,2013 年教育水平

对经济发展的负向作用较为显著的区域集中分布于南充､达州､雅安和宜宾的部分区(县),以及重庆市黔江区､云阳县和开州区部

分地区,2016 年高值区范围缩小至达州､南充部分区(县)和重庆市开州区､云阳县部分地区｡2019 年表现为正负差异性,回归系数

自东向西递减,教育水平对经济发展起到正向作用的区域为达州市(宣汉县､开江县)､泸州市古蔺县､重庆市(黔江区､万州区､梁

平区､忠县､丰都县､涪陵区､南川区和开州区､云阳县的部分地区)｡从时间序列看,低值区呈扩大趋势,高值区呈缩小趋势;从空间

分布看,低值区主要集中于经济圈中西部,高值区主要集中于经济圈东部及边缘地区｡人口质量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
[34]
,教育作为提升人口质量的有效手段,教育资源的区域分配不均将会导致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产生｡为发挥人口质量对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经济的积极促进作用,政府需重视教育资源的区域间配置和师资队伍建设｡ 

人口密度对经济圈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由正负差异性转向正向｡2013 年人口密度回归系数值大致以重庆市西南部分区(县)

为中心呈半环状向外递增,高值区集中于成德绵北部区(县)､重庆市万州区､忠县､丰都县､黔江区和云阳县部分地区｡2016 年､

2019 年系数空间分布大体相似,成都市西部区县与重庆市主城区及周围区(县)为低值集中分布区,人口密度正向作用显著的区域

呈漏斗状集中分布于经济圈西南端(雅安､乐山､自贡部分区(县))与北部(绵阳､南充､遂宁部分区(县))｡从年际变化看,人口密度

对成都､重庆两大城市的经济增长作用逐渐减弱,对经济圈南部的县域经济发展正向影响逐渐增强｡人口集聚在合理范围内会产

生规模经济效应,区域经济实现增长,反之,人口的过度聚集则会产生规模不经济,区域经济出现衰退[35]｡人口密度是衡量人口集

聚的核心指标[32],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知识和人力资本要素的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人口规模不断增长的情况下,

高密度地区应积极引进高学历､高技术人才,以发挥知识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公路路网密度对经济圈县域经济发展作用整体呈现为正负差异性｡2013 年系数值自西向东递减,公路路网密度对经济发展影

响东西差异显著｡2016 年公路路网密度对经济增长贡献显著的区域为重庆市域南端 14 个区(县)和合江县,对经济增长起负向作

用的区域主要分布于达州､广安和重庆市(梁平区､万州区､忠县､垫江县､丰都县､开州区部分地区)｡2019 年高值区在 2016 年基础

上减少了南川区,新增了泸州市､雅安市､乐山市和眉山市的部分区县,低值区在 2016 年基础上减少了广安市两区(县),新增重庆

市黔江区､云阳县部分地区｡公路路网密度体现的是区域的交通基础设施通达水平｡整体来看,低值区范围在缩小,说明 2013—

2019 年区域内公路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促进了区域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经济圈东北部是低值集中区,因此还需在合理

范围内加大对该区域公路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 

城镇化率与经济圈县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由正负差异性转变为正相关｡2013 年系数高值区集中于区域西部,主要包括德阳市､

成都市､眉山市､雅安市､乐山市､自贡市､宜宾市､泸州市和重庆市部分区(县),低值区集中于达州市和重庆市北部区(县)｡2016 年

､2019 年城镇化率对经济圈县域经济发展均起到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回归系数值空间分布格局较为一致,高值区呈“两核”式分

布于成都市､德阳市部分区(县)和重庆市中部区(县),低值区主要分布于区域西南部雅安市､乐山市､自贡市､宜宾市的部分区(县)

｡区(县)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在带动本地经济增长的同时,还会对周边区(县)经济发展起辐射带动作用和较弱的抑制作用,即城镇

化水平高的地区能够辐射带动周边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地区的经济增长,但也会产生较弱的“虹吸效应”[33]｡成都市与重庆市作

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两大经济增长极,其城镇化水平与规模的不断提升会加速资源､技术､资本等发展要素的集聚,在对周边

中小城市产生辐射带动作用的同时,也会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因此,未来应继续深入推进区域内中小城市的城镇化进程,资源配

置向中小城市合理倾斜,有序促进成都市､重庆市主城区产业向周边中小城市的区(县)转移,以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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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驱动机制分析 

对 2019 年 GWR 模型的回归系数进行二阶聚类,142 个区(县)被分为 3 类,二阶聚类的分析结果如图 6 所示｡若某一类区(县)

在某种因素中的系数绝对值越大,则该类区(县)的经济发展受此因素的影响较大｡聚类结果表明每类区(县)的经济发展关键影响

因素不同:排除共同影响因素城镇化水平与人口密度,3 类区(县)依次为政策敏感型､投资敏感型和基础设施敏感型｡县域聚类结

果空间分布状况如图7所示,政策敏感型共有16个区(县),集中分布于经济圈东北部,包括达州市 6区(县)和重庆市东部10个区

(县);投资敏感型共81个区(县),集中分布于经济圈广大西部区域,包含成都市､自贡市､德阳市､乐山市､眉山市和宜宾市,以及绵

阳市(除平武县､北川县)､达州市(除万源市)､雅安市(除天全县､宝兴县)､南充市､资阳市､遂宁市和内江市部分区(县);基础设施

敏感型共 45 个区县,集中分布于经济圈中部,包含广安市､泸州市和南充市､资阳市､遂宁市､内江市的部分区(县),以及含重庆市

主城区在内的 20个区(县)｡ 

 

图 6 2019 年 GWR 模型回归系数的二阶聚类结果 

 

图 7根据 2019年经济发展关键影响因素划分的 3类县域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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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讨论与建议 

5.1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 3 期夜间灯光数据,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142 个区(县)为研究单元,运用空间分析工具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

域经济空间格局及演化特征进行了可视化分析｡主要结论如下: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整体经济空间格局呈现以成都､重庆两市

的主城区为核心的两极式不平衡发展格局,随着经济发展等级提高,对应区(县)的数量显著减少,数量分布呈“上尖下宽”的金

字塔形特征｡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存在着较高程度的经济发展空间集聚性,但仅有含成都市与重庆市主城区在内的16个区(县)

经济聚类特征为高—高集聚型,“两核”经济辐射作用有限,广大腹部地区和区域东北､西南部县域经济发展较为乏力｡③区域经

济空间分布方向为西北—东南走向,经济重心位于四川省乐至县境内,且不断向东南方向偏移｡④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考

量政府作用､投资水平､产业结构､教育水平､人口密度､公路路网密度､城镇化率 7 个因素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经济发展的

空间异质性影响,影响作用最为显著的因素为人口密度与城镇化率,投资水平和公路路网密度次之,政府作用､产业结构､教育水

平对经济圈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呈现正负差异性｡⑤本文利用 2019 年 GWR 回归系数和二阶聚类将 142 个区(县)划分为 3 种经济

发展类型,分别为政策敏感型､投资敏感型和基础设施敏感型｡ 

总体上,本文有别于传统的基于人均 GDP 测度经济空间格局的方法,选用夜间灯光数据识别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空间格

局并探究其驱动机制,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结果的客观性与精确性,可以为区域经济发展策略的制定提供帮助,但仍有所局限,因为

即便是经济低迷时期,人口的增加也会导致灯光强度的提升[37]｡因此,使用夜间灯光数据结合常规统计数据(如人口､电力能源消

耗等数据)更能准确解释经济格局｡ 

5.2 对策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为了进一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的两

大动力源为成都与重庆两市的主城区,两头独大的经济空间格局将会长期保持,但“两极”的经济辐射范围与作用程度有限,需

逐步培养区域第三大动力源,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②人口密度与城镇化水平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经济发展最为稳定与显著的驱动力,因此应在合理的人口规模下逐步提升人口质量,积极引进高学历和高技术人才,继续深入推

进城镇化进程,实现区域的高质量发展｡③由于各类区(县)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不同,应实行差别化的经济发展政策｡政策敏感

型区(县)应在财政收入允许的范围内,增加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教文卫事业的财政支出,充分发挥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节作用;

投资敏感型区(县)应注重区域投资环境的优化,继续搞好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为引投资､稳投资创造良好条件,加强产业创新发展

和要素保障,不断提高产业发展层次和水平;基础设施敏感型区(县)处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中间地带,应重点实施好交通建

设项目,架设好区域经济合作与交流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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